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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２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本文从要素整合视角,考察了村干部创业经历

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干部创业经历能够显著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该结论在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村干部创业经历通过整合社会资金要素、人才要素和土地要素

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集体产权边界更明

晰村庄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在村干部创业经历与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村干部创业经历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还能进一步提高农户收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村干部创业经历对村庄债务的影响不明显,但会降低村民

的组织事务参与程度.因此,应多措并举激励创业精英返乡,加快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

同时不断完善基层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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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

路径.２０２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持续深化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专项治理”,“因地

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激活农村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农民共

同富裕.然而,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仍面临区域不平衡、市场竞争力不足、经营管理能力薄弱

等突出问题[１].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总额达９．１４万

亿元,但仍有超过２０％的行政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低于１０万元① .在此背景下,如何突破传统路径依

赖、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主体成为关键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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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行动者,其个人能力与经验对村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一批

拥有创业经历的乡村精英在农村迅速成长,他们通过参选村两委职务参与村庄治理,主导村庄公共事

务和决策.具备企业家特质的村级治理主体凭借其资源优势、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以及高效的组织协

调,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与农户增收实践中展现出明显的引领效能.例如,山西忻州宋家沟村村支

书,凭借自身丰富创业经验带领宋家沟村从一个普通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村转型为“山西省旅游

扶贫示范村”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村民通过庭院经济、民宿经营、在村办企业务工、土地流转等

多种方式获得了稳定收入② .韩旭东等(２０２３)通过对全国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长期蹲点调查发现,
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通过市场化运营模式带动乡村发展,在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村民经济收益及优

化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成效显著[２].而对于村干部的创业经历能否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有研

究观点不一.
部分学者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能带来显著的资源协同效应,进而推动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第一,创业经历赋予村干部更强的社会资本和经营管理能力.具有创业经历的

村干部经历了市场化实践的淬炼,不仅积累了宝贵的资本与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形成了系统化的

管理经验,这些都是村庄治理的稀缺性资源[３].在发展动力的驱使下,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会凭借

自身的商业思维和创业经验,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与项目资源,为村庄发展注入

持续发展动能[４].第二,创业经历赋予村干部更敏锐的市场化意识.相比传统“老好人式”村干部的

“但求无过”管理理念,具有创业等特殊经历的村干部具有更大的发展追求,在市场中摸爬滚打过的经

历,使他们有着更为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发展导向特征更明显[５].
持反对态度的学者指出,从长期看,任命具有创业经历的精英为村干部,不仅给农村集体经济带

来不良后果,更会使基层社会进一步陷入新的治理危机当中.一方面,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往往受

个体发展诉求与政绩彰显需求的双重驱动,在决策过程中可能忽视村庄资源禀赋约束,过度依赖债务

融资推进项目建设,易引发村级债务规模的非理性扩张[６][７].这不仅加大了农村集体资产的流动性

风险,更可能通过“借新还旧”机制形成债务循环陷阱,最终侵蚀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根基[８].另

一方面,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可能通过权力资本化形成“寡头治理”,将农村集体资源倾斜至个人关联

企业,造成“公地私营化”[９],加剧农村集体资产流失.此外,村干部可能以“专业决策”的名义,剥夺普通

农户对农村集体经济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使基层民主流于形式,进而攫取村民的集体经济收益[１０].
综上,已有大量研究对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得出了不同的

结论,但针对这种差异根源的整体性认知及解释机制尚显不足.此外,在方法论层面,现有研究主要

采用案例分析,尽管其内在逻辑链条完整,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存在局限,特别是对具有创业经历

村干部治理成效的普适性验证仍显不足.因此,本文将探讨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借助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２年两期“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为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提供更为坚实的事实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实际组织者、管理者和运营决策者,村干部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实质性

影响.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影响其经营理念、塑造其经营才能并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模式,从而促

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第一,村干部创业经历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绩效实质性提升.一方面,村干部的创业经历有助于

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多元化.根据“烙印”理论,个体经历(如上学、就业等)会深刻塑造其思想观念,并
产生持续的“烙印效应”[１１].在农民创业过程中,其工作内容和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原有的思想观念

会随之调整或被重塑.当带有创业“烙印”的村民担任村干部时,这类独特的经历和由此形成的市场

化思维(烙印)会促使村干部更倾向于运用市场化经营理念运营集体经济组织,改变以往单纯依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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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出租、土地出让等“吃租经济”模式,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提供居间服务、入股分红等方式,为集体经

济开辟新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结构.另一方面,村干部的创业经历有

助于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创业经历赋予村干部更强的经营能力,推动集体经济组织与农业

龙头公司、供销合作社、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合作,通过“跨村联合发展”“村企抱团发展”
等更加现代化的经营模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简单的行政管理单元向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转

变,提高集体经济收入.例如,广东南雄马站村村支书,在创业成功后,响应当地政府人才振兴的号

召,返村任职,与市供销合作社达成“社村”合作,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特色丝苗米产业发展实现集体

经济组织增收.
第二,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助于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管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创

业实践本质上是人力资本通过“干中学”实现增值的转化机制[１２].相关研究表明,创业经历能够显著

拓宽农民认知边界,在职业经验积累、知识体系重构及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等方面产生叠加效应[１３],进
而催化其对现代管理范式与多元化经营理念的认知迭代,最终形成制度性企业家才能[１４].当拥有创

业经历这一特殊人力资本的村干部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后,一方面,其高素质、懂市场、善经营的智力支

持能有效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管理人才不足问题;另一方面,会将企业化的管理经验和风险

控制意识带入村庄的集体经济组织,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和风险可控化,
进而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代化管理转型.例如,广东翁源龙仙镇,在三位创业经验丰富的村支

书带领下,由３４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了强镇富村公司,将强镇富村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以

及形成的资源资产纳入“三资”(资金、资产和资源)监管范围,按“三资”监管要求进行严格监管,接受

纪检和审计监督,在投资新项目前,进行专业的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和风险评估,基于数据分析做出

决策,而非凭经验或拍脑袋.
第三,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一方面,村干部创业经历有

助于推动集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创业经历使村干部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商业思维,有助于推动

集体经济从低端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向高附加值、现代化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变.另一方面,
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助于推动集体经济产品的品牌与市场建设,提高产品溢价.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

部更善于利用市场营销手段,为村里的产品和服务打造特色品牌,并利用其商业网络拓展线上和线下

销售渠道,解决“产品如何卖出去、卖上好价钱”的核心问题.例如,江西金溪彭家村,在经商多年后返

乡任职的村支书带领下,通过多平台直播带货特色农产品小笋干,让农产品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增加

销售额超１０万元.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１:村干部的创业经历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获取外部资源与整合内部资源的能力构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村干部的创业经历不仅是个人职业历程,更是他们重构社会资本与拓展关系网络的重要契机.乡村

创业精英的个人能力只是其能够成为村庄治理主体的基础要素,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对村庄资金、人
才和土地等要素的统筹整合过程,会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第一,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利于其整合社会资金要素,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实践中,政府财

政资金的公平性、普惠性目标导向,加之对资金的使用方向具有刚性约束和繁琐的申请程序,导致相

当部分村庄难以突破资金困境,制约集体经济发展活力[１５].在此背景下,社会资金获取渠道的拓宽

与成本降低,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具有“信用背书”作用,有
利于村庄拓宽资金获取渠道.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形成的“隐性担保”效应,能显著消除民间资本对村

集体的信任顾虑,为社会资金输入村庄创造关键前提.例如,江苏盐城运河村村支书利用自身在外创

业经历,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担保,吸引社会资本入股５００万元,发展茨菇种植业③ .另一方面,村
干部的创业经历有利于融资网络构建,降低资金获取成本.创业经历赋予村干部更强的社会融资能

力,其积累的客户、供应商及金融机构资源,能助力村集体构建多元化社会资本网络,更高效地对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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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金融与民间资本市场,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获取成本[１６].
资金作为流动性最高的要素,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资金获取渠道拓宽和获取成本

降低,一方面,能有效克服集体经济启动初期面临的资源瓶颈,破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缺钱”
困境,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结构,推动集体经济从“财政依赖型”向“市场造血型”转型.另一方

面,可撬动土地、人才、技术等多种要素的重组,实现更高水平的资源整合,进而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内

生发展动能.综上,村干部创业经历通过将个人信用、经验与资源转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取社会

资金的能力,有助于破解传统资金困局.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２:村干部的创业经历有助于其整合社会资金要素,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第二,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利于其整合人才要素,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具有

社会联结作用,不仅能引导村域外的乡贤返乡参与集体建设,还能动员村域内的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

展.一是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具有示范与带动效应,有助于动员在外的能人返乡.涉农专业人才的大

量缺口,构成了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制度性困境[１７].在此背景下,兼具企业家精神与乡土

认同的复合型治理主体,即具备市场化运作能力的村干部成为突破人才瓶颈的关键要素.相较于行

政主导的“外来式”引进人才,返乡人才因其固有的地缘文化资本,在产业适配性、治理合法性及文化

认同度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但致富带头人或经营性人才无法归土入乡是农村社会普遍面临的问

题[１８].从社会资本转化视角,村干部创业经历带来的关系网络有助于突破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局

限,以更低成本联络在外的各类人才,加之村干部以自身作为示范,提高了在外经商求学的能人返乡

可能性[１９].二是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尤其是成功的创业经历所积累的“能人威信”,有助于动员普通

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具有创业经历村干部的社会资本优于多数普通村民,村民更愿意相信其带

领村庄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从而更容易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参与集体项目.这种能人威信能有效降

低动员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建设活动的组织成本[２０].
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凭借其示范效应与“能人威信”,有效吸引各类专业人才返乡,动员普通村

民参与集体经济建设,将村民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这一过程不仅降低了集体经济

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更提高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转效率,从而突破“缺人”引致的资源错配困局,最
终形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合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３:村干部的创业经历有助于其整合村庄人才要素,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第三,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利于其整合村庄土地要素,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一是村干部创业经

历赋予其的市场化思维有利于盘活土地经营权.创业经历使村干部对规模经济和土地资产流动性的

价值理解更加深刻,更倾向于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激活存量土地的资产价值,唤醒“沉睡的资源”.
二是村干部创业经历赋予其的市场化能力有利于推动村庄土地规模化、连片化.一方面,创业经历赋

予了村干部在村民中的“能人威信”和信任资本.在推动土地流转时,村民因其过往的商业成功经历

而更愿意相信其判断和承诺,这极大地降低了土地整合中的协商成本和信任壁垒,润滑了整合过

程[２１].另一方面,相比普通村干部,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更善于设计灵活、可持续的市场化利益联

结方式,提高预期收益,从而激励村民主动参与土地整合,实现土地的规模化、连片化.例如,江苏盐

城新建村的村干部借鉴在外创业经验,采取“指导限价＋积分评价”体系构建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形

成机制,有效保障了土地流转和生产经营平稳有序.三是村干部创业经历赋予其的市场敏锐度有利

于提高土地资产溢价.村干部的创业经历使其能更加精准地识别土地的用途,凭借其较强的谈判能

力,增加土地资产溢价.例如,浙江安吉鲁家村,经商出身的村党委书记朱仁斌在征得村民同意后,将
村庄土地经营权统一量化作价入股旅游公司,村民每年获取相应分红,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的转变④ .
土地作为农村的核心生产要素,其高效配置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村庄土地经营权的盘

活为土地要素市场化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将土地转化为可抵押、可交易的标准化资产标的.一方面,
集中连片的土地作为一种优质的经营性资产,其市场价值和抵押价值远高于分散地块,能增加农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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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连片规模化土地有利于机械规模作业与设施共享,推动农业生

产集约化,从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收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４: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助于其整合村庄土地要素,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２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追踪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首先,依据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兼顾东、中、西
及东北四大经济板块的均衡性,科学选取１０个代表性省份;其次,采用县级人均 GDP等距抽样法确

保样本县在省域内空间分布均衡;再次,通过相同方法抽取乡镇和行政村样本;最后,基于村委会户籍

资料对农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最终形成覆盖５０个县、１５６个乡镇、３００个行政村的全国性面板数

据,包含村庄治理、农户家庭结构、土地经营、农业生产及收入构成等多维度的详细信息.在剔除部分

缺失数据和异常值后,获得两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５４２个村庄样本.
(二)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农村集体经济.本文参考芦千文、杨义武(２０２２)的方法[２２],通过“村集体经济资

产总额(万元)/村户籍总人口”来测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２．核心解释变量:村干部创业经历.村党支部书记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决策者与管理

者,故本文以村党支部(党委)书记为研究对象.而且,从表１描述性统计来看,村党支部(党委)书记

是否兼任村委会主任的均值达到０．７６４,说明大部分村庄是书记主任一肩挑.参考张志原等(２０１９)的
研究[２３],依据村庄调查表中“任书记前的个人身份”这一问项判断村党支部(党委)书记在任职前是否

具有创业经历,如回答为“个体工商户”或“企业主”两项的,视为具有创业经历,取值为１;否则视为无

创业经历,取值为０.

３．控制变量:村干部个人特征、村庄社会经济基础及自然地理条件.具体而言,在村干部个人特

征层面,选取年龄、任职时长、受教育程度和兼任状况等变量;在村庄社会经济基础层面,选取村庄党

员数量、劳动力外流程度与村庄贫困状况等变量;在自然地理条件层面,通过村庄地形和村庄封闭程

度衡量地理区位特征.

４．机制变量:要素整合,具体包含社会资金要素整合、人才要素整合及土地要素整合.在社会资

金要素整合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赋予基层组织“领导和支持

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职能,运转经费是其履行经济协调职能的物质保障.同时,«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第八条规定,村委会需“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运转经

费通过降低制度成本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和数据的可得性,以村两委

经费获取情况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的资金要素整合状况.其中,为区别财政资金要素、社会资金要素与

村干部创业经验的价值匹配度差异,增加财政资金要素变量作为社会资金要素的对照组.具体地,财
政资金要素整合通过村调查表中“村两委是否得到财政补助村级组织的运作经费”问项来测度,如获

得,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社会资金要素则选择如下测度方式:２０２２年村调查表中的“村两委是否

得到其他来源的专项资金支持”,如获得,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由于２０２０年村调查表中没有该问

项,故通过计算村级党支部总经费与上级财政拨款的差额是否大于０判定社会资金获取,大于０时取

值为１,否则为０.
人才要素整合以“本村外来农业规模经营户、外来个体工商户和返乡就业创业人才数量总和”进

行刻画.土地要素整合则以“参与集中流转农户数占村庄总户数比重”来测度.本文选择以样本村庄

中的农地转出户为分析对象,这主要出于如下考量:其一,鉴于土地固有的不可迁移属性,农地流转的

组织工作通常由本村集体承担,农地转出行为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更为显著;其二,转
入农地的流入方多来自村外的各类主体,且调查数据中缺乏非本村居住的农地转出主体信息,加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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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土地非本村所属,相关数据资料的获取面临重重困难,故剔除农地转入户样本.具体的,依据农户

调查表中“土地转出原因”这一问项判断农户是否参与集中流转,如回答为“村集体统一流转”,视为该

农户参与集中流转,进而通过“参与集中流转农户数/村庄总户数”来测度村庄的土地要素整合程度.
具体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核心解释变量 村干部创业经历
党支部书 记 在 任 职 前 是 否 有 创 业 经 历
(１＝是,０＝否) ０．３８９ ０．４８８ １ ０

被解释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万元)/村户籍总人
口,取自然对数 ０．３７４ ０．５８３ ５．６９３ ０

控制变量

年龄 村党支部书记年龄(岁) ４９．０４２ ８．４２６ ７０ ２５
年龄平方项 村党支部书记年龄(岁)平方项/１００ ２４．７６０ ８．１１５ ４９ ６．２５
任职时长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长(年) ６．６７５ ６．７５２ ３１ ０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１;中专或高中＝２;大专及
以上＝３ ２．２６９ ０．７４３ ３ １

村“两委”一肩挑情况
村党支部书记是否兼任村委会主任(１＝是,
０＝否) ０．７６４ ０．４２５ １ ０

村庄党员数量 全村党员人数(人),取自然对数 ４．０３４ ０．５９８ ５．４６４ １．９４６
劳动力外流程度 常年外出劳动力数/村常住人口 ０．３１２ ０．５２１ ６．０９７ ０
村庄贫困程度 曾经是否为脱贫攻坚贫困村(１＝是,０＝否) ０．３１０ ０．４６３ １ ０

村庄地形
村庄主要地形(１＝平原;２＝丘陵;３＝半
山区;４＝山区) ２．２４０ １．２９２ ４ １

村庄封闭程度 村委会到县政府距离(km) ２３．７０７ １８．０２４ １２５ １

机制变量 要素整合

财政资金要素整合:村两委是否得到财政
补助村级组织的运作经费(１＝是,０＝否) ０．７５０ ０．４３３ １ ０

社会资金要素整合:村两委是否得到其他
来源的专项资金支持(１＝是,０＝否) ０．２０４ ０．４０３ １ ０

人才要素整合:本村外来农业规模经营
户、外来个体工商户和返乡就业创业人才
数量总和(人),取自然对数

１．０１６ １．２７９ ９．２１０ ０

土地要素整合:参与集中流转农户数/村
庄总户数 ０．３３６ ０．３６７ １ ０

(三)模型选择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检验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

CEit＝φ０＋φ１VCit＋γCit＋Cityi＋δt＋εit (１)
式(１)中,CEit为村庄i在t年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VCit是村庄i村干部在t年的创业经历

情况;Cit为一系列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Cityi为省份固定效应,δt为时间固定效应,

εit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stata１７．０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２.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定性,采取渐进纳

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列(１)~(３)为逐步纳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由表２可

知,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始终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能

有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由此,研究假设１得到初步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由于解释变量“村干部创业经历”反映历史行为,即时点早于被解释变量测度期,这种时间异步性

可以削弱反向因果风险,使核心变量具备相对外生性.但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以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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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１) (２) (３)

村干部创业经历 ０．２２３∗∗

(０．０９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５３)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８)

年龄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０)

年龄平方项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２１)

任职时长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２)

村“两委”一肩挑情况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６)

村庄党员数量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０)

劳动力外流程度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０)

村庄贫困程度 ０．０８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８)

村庄地形 ０．０１８
(０．１８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１)

村庄封闭程度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４７９∗∗∗

(０．０４６)
０．２１３

(１．３５７)
０．２９０

(０．５８４)

R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１

观测值 ５４２ ５４２ ５４２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种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

１．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引入村户均集体经济总资产(“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万元)/村总户

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替代测度指标.根据表３列(１)的回归结果可知,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仍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促

进作用.

２．滞后一期.考虑到村干部创业经历的传导机制可能存在滞后性,效应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且
村干部创业经历可能存在与时间变化因素相关的自选择问题,故采用滞后一期的农村集体经济数据

再次进行回归(即采用前一期的村干部创业经历情况对后一期的农村集体经济水平进行回归),阻断

当前反馈效应以缓解自选择问题.表３列(２)的回归结果证实,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在考虑滞后效应后,结果依旧具有稳健性.

３．缩尾处理.本文改变回归的观测值,将被解释变量上下５％缩尾后的观测值使用式(１)进行回

归.表３列(３)的回归结果显示,村干部创业经历仍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这说明样本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大,上文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４．剔除部分样本.一方面,中国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的«２０２２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显示,２０２２年广东省新登记市场主体达２７８．３万户,居全国

首位.另一方面,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制度性领先特征: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其农村集体经济

改革早于全国其他地区,导致广东省村均集体经济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省份.２０２３年广东省村均集体

经济收入达６９８万元,分别为浙江省(３４４万元)的２．０３倍与全国均值(１３４．８万元)的５．１８倍⑤ .鉴于

广东省在创业密度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上构成双重异常样本,本研究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其剔除.
表３列(４)的估计结果表明,当排除广东省样本后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

依旧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剔除广东省样本村后,本文的核心结论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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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替换被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缩尾处理 剔除部分样本

村干部创业经历 ０．１４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３
观测值 ５４２ ２６７ ５４２ ４８７

(三)机制检验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村干部创业经历通过促进社会资金、人才和土地等要素整合推动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下面对这三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参照江艇等(２０２２)的方法[２４],通过估计村干部

创业经历对资源整合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

１．社会资金要素整合.表４中列(１)(２)为村干部创业经历分别对财政资金要素整合和社会资金

要素整合的估计结果.由列(１)可知,村干部创业经历对财政资金要素整合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可能的原因是,村庄的财政资金支持更多的是依赖上级政府的规划和统筹,财政资金的核心功能

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其分配优先遵循“需求导向”而非“能力导向”.也就是说,只要村庄符合政策条

件,按需分配的财政资金支持均可到位[２５].村干部创业经历对社会资金要素整合的影响在５％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能显著提升财政资金以外的社会资金要素的整合效率,进而

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假设２得到验证.

２．人才要素整合.表４中列(３)为村干部创业经历对人才要素整合的估计结果.村干部创业经

历对人才要素整合的影响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能有效吸引各类人才,
进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由此,研究假设３得到验证.

３．土地要素整合.表４中列(４)为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土地要素整合的估计结果.村干部

创业经历对农村土地要素整合的影响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能促进

农地集中流转,提高村庄土地整合效率,进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由此,研究假设４得到

验证.
　表４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财政资金要素整合 社会资金要素整合 人才要素整合 土地要素整合

(１) (２) (３) (４)

村干部创业经历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５)
０．２８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９ ０．２１０ ０．６０３
观测值 ５４２ ５４２ ５４２ ５４２

(四)异质性分析

１．正式制度差异.既往案例研究发现,正式制度环境的差异是导致精英治村的效果参差不一的

重要原因[２６].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在不同正式制度环境下,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参考李小荣和毕云霄(２０２４)的研究[２７],将市场化指数作为正式制度的参考

依据⑥ ,将样本村按照市场化指数中位数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如表５所示,在市场环境越好的

地区,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通过了组间差异检验.这说明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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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的正式制度越完善,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表５ 　正式制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１) (２)
市场化

程度较高
市场化

程度较低

村干部创业经历 ０．２２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８)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７
组间差异(P值) ０．０２２
观测值 ３０９ ２３３

２．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差异.奥斯特罗姆指出,界
定公共池塘资源的边界和明确规定被授权使用这些资源的

人是组织集体行动的第一步,即明晰的产权边界是实现农

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２８].据此,本文基于农村集

体经济的集体产权特性,选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完成

资格认定”衡量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排他性和稳定性程度,
采用“成员股权是否以户为单位”衡量集体产权结构的治理

效率,采用“本村集体资产股权是否量化到人”衡量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彻底性,以此探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异

质性条件下,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差异.如表６所示,在已完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
成员股权以户为单位和本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到人的村庄,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并且都通过了组间差异检验.
　表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异质性分析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已认定 未认定 以户为单位 未以户为单位 量化到人 未量化到人

村干部创业经历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２０)

０．１６８∗

(０．８９３)
０．１４６
(０．２１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５)
０．２３７

(０．１７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１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６ ０．９５０
组间差异(P值)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观测值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７２ ９５ １５３ １１４

　　注:由于２０２０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缺乏这部分数据,仅使用２０２２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共计２６７个样本村庄.

　　表７ 激励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１) (２)

村干部创业经历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０)

村干部创业经历×经济性激励 ０．１４７∗∗∗

(０．０４０)

经济性激励 ０．１１４
(０．０５０)

村干部创业经历×社会性激励 ０．１４７∗∗∗

(０．４０３)

社会性激励 ０．２３８
(０．２２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３
观测值 ２６７ ２６７

　　　　注:由于２０２０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缺乏这部分数据,
　　仅使用２０２２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共计２６７个样本

　　村庄.

(五)拓展分析

１．激励调节效应.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准公共物

品,在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搭便车”问题.奥尔森

(２０１４)认为,通过提供排他性激励,使参与集体行动

的个人获得额外收益(正向激励),能有效克服搭便

车行为[２９].这种选择性激励包括以经济性激励为

代表的显性激励和以社会性激励为代表的隐性激

励[３０].据此,本文分别从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

两个角度来考察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影响是否存在激励效应.其中,经济性激励通

过“村干部收入中是否包含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的收

入”度量,社会性激励用“村干部是否受到乡(镇)及
以上的表彰”刻画.由表７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经

济性激励还是社会性激励,都会进一步放大村干部

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因此,

要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别是担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责任的村干部以一定的内在激励,以培育新

时代“企业家精神”.

２．农户收入提升和分配效应.上文已证实村干部创业经历能有效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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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但在当前农村治理中普遍存在基于“精英－普通村民”二元分化的核心－边缘结构.在这种治理

模式下,具有创业背景的村庄精英主导村务决策时,可能引发以下治理困境:其一,精英群体通过制度

性优势形成对农村集体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其二,村集体经济组织异化为精英群体进行权力寻租的场

域,即“精英治社”视域下可能存在“精英俘获”和“大农吃小农”的现象[３１].为检验这一猜想,以下基

于农户调查问卷数据,考察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户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第一,考察村干部创业经

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根据表８中列(１)的回归结果,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及其与农村集体经济的交互

项都能显著提升农户的收入,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第二,验证

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体的,参考马太超等(２０２５)的研究[３２],通过相对

剥夺指数来测度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观察表８列(２)可知,村干部创业经历在促进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选

择担任村“两委”职务,大多怀着一种对家乡的责任与情怀,其通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获得的收益遵循

“共同富裕”的信念进行分配,在推动农户收入整体提升的同时,还能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性职

能,将部分集体经济收益用于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如为低收入家庭、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设立公

益性岗位,为他们提供收入保障,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表８ 农户收入提升和分配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２)

农户收入
农村内部

收入不平等

村干部创业经历 ０．１８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７)
村干部创业经历×农村集体
经济

０．２０７∗∗

(０．０９０)
０．１２８∗

(０．０６７)

农村集体经济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２３０ ０．９４５
观测值 ６３８１ ６３８１

　　　注:基于农户调查问卷数据进行该检验.

　表９ 基层治理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２)

村庄债务
集体经济
参与程度

村干部创业经历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１)

０．４９２∗∗

(０．２１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６
观测值 ５４２ ５４２

３．基层治理效应.上文提及创业精英治村可

能会通过资本优势形成政治精英寡头化格局,基
于私人网络异化干群关系,以及采用市场化手段

简化基层治理流程,导致村庄政治精英寡头化、干
群关系私人化和治理过程省事化[３３].为检验这

一观点,本文从村级债务水平和村民集体经济参

与度两个维度考察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基层治理现

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其中,村庄债务通过对“本
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总额(万元)/村户籍人口数”
取自然对数测度,村民集体经济参与程度则以“参
与集体经济组织事务农户数占村庄农户总数的比

重”测度.由表９可知,村干部创业经历对村庄债

务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村干部创业

经历并不必然导致村庄债务增加,关键是要通过

制度设计约束村干部权力,平衡短期收益与长期

风险.村干部创业经历在５％的水平上负向影响

村民的集体经济事务参与程度,说明的确存在创

业精英对普通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排斥效应[３４].
这一结果印证了上文猜测,即在能人治村模式下,
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监事会)易出现形式化、空
心化倾向,存在被精英群体单向主导的系统性风

险,这种权力结构异化可能诱发决策封闭化与监督失效等治理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健全完善村民议

事会、第三方审计等制度约束个人决策权,防止资源整合异化为“精英俘获”.

五、结论与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亟需建设一支具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

复合型村干部队伍.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村干部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资源整合和可持续

发展中发挥着关键决策和推动作用.其综合能力不仅直接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成效,更关乎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质量.面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新要求,系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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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的政治领导力、产业运营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已成为重中之重.
本文利用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２年两期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CRRS),基于要素整合视角,考察

了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村干部创业经历能够显著提升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村干部创业经历主要通

过整合社会资金要素、人才要素和土地要素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村干部创

业经历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集体产权边界更明晰村庄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更大.进一

步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在村干部创业经历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发挥着

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村干部创业经历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提高农户收入、
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村干部创业经历对村庄债务的影响不显著,但会降低村民的组织事务参与程

度.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持续引导具有创业经历的农民返村任职,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积蓄人才.一是要转变传统

的村干部选任思路,将创业经历、企业家精神作为选拔、推荐村干部,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和集体经济

负责人的重要考量指标.二是要多措并举,激励兼具创业经验与乡土情怀的复合型人才返村任职,带
动集体经济发展.一方面,应逐步建立本乡籍在外企业家数据库,逐步完善村庄常规的人才联络机

制,通过情感关怀激发他们返村任职、造福家乡的意愿;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走访、调研等方式,主动发

掘和吸引本土的成功企业家、合作社带头人、外出经商返乡人员进入村“两委”班子和集体经济组织.
三是要建立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明确在集体经济发展探索中,因不可预见的市场风险导致的非主观

失误与违纪违法的界限,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并探索“经济奖励＋荣誉表彰”等激励机制,将经营绩

效与政治荣誉、社会地位挂钩,激发其持续创业的动力,避免“干好干坏一个样”.
第二,加强农村集体的资金、人才和土地整合力度,探索农村集体经济长效发展机制.一是在社

会资金整合上,支持由村集体牵头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或投资平台公司,并通过贷款贴息等方式,引
导其高效、规范地吸纳和运作社会资本、财政资金和村民闲散资金.二是在人才要素整合上,鼓励村

干部以其个人商业网络为桥梁,将对接到的专家、企业家、技术人才以恰当的方式纳入集体经济发展

智囊库,实现人才的持续输入.三是在土地要素整合上,支持村干部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主导

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小田变大田”等项目,将分散、闲置的土地资源集中规划、集约利用,为集体经济

发展腾出空间.
第三,根据村庄特点实施精准指导,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要根据村庄市场化程度

实施分类指导策略.对东部沿海、城市近郊区等本身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村庄,政策重点应放在“放权

赋能”上,减少行政干预,鼓励村干部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对中西部、传统农

区等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村庄,政策重点则应放在“筑基培育”上,优先帮助其改善集体经济经营环境.
二是要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资产折股量化、登记

颁证等工作,真正做到“资产变股权、村民变股东”,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村干部的内在潜能,实
现农村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３年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２４和３６页.
②案例信息来自本课题组实地调研,以下未标注的案例,均来自本课题组实地调研.
③资料来自搜狐新闻网:«阜宁:“创业型”村支书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http://news．sohu．com/a/５３９３３６３０１_１２１１０６８３２.
④资料来自央视网:«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村支书朱仁斌:“有多大能耐,我都使出来”»,http://news．cctv．com/２０１８/

０３/２３/ARTIttFgtA４ptQrLajnTIxFr１８０３２３．shtml.
⑤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３年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２５页.
⑥数据来源于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２５和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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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ntrepreneurialExperienceofVillageCadres,ElementIntegrationandCollectiv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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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RuralRevitalizationLaboratory,KeyLaboratoryof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ofGuangdong
Province,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５１０６４２,China)

Abstract:BasedonthecomprehensivesurveydataofChina＇sRuralRevitalization(CRRS)in２０２０
and２０２２,thispaperexaminestheimpactofvillagecadres′entrepreneurialexperienceontherural
collectiveeconomyfromtheperspectiveofelementintegration．ResearchhasfoundthattheentreＧ
preneurialexperienceofvillagecadrescansignificantlyenhancethedevelopmentlevelofruralcolＧ
lectiveeconomy．Thisconclusionremainsvalidafteraseriesofrobustnesstests．Theresultsofthe
mechanismanalysisshowthattheentrepreneurialexperienceofvillagecadresmainlypromotesthe
developmentofruralcollectiveeconomybyintegratingsocialfunds,talentsandlandelements．The
resultsof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thattheentrepreneurialexperienceofvillagecadreshasa
greaterpromotingeffectonthedevelopmentofruralcollectiveeconomyinvillageswithahigherdeＧ
greeofmarketizationandclearerboundariesofcollectivepropertyrights．Furtheranalysisreveals
thateconomicincentivesandsocialincentivesplayasignificantpositivemoderatingroleintherelaＧ
tionshipbetweentheentrepreneurialexperiencesofvillagecadresandtheruralcollectiveeconomy．
TheentrepreneurialexperienceofvillagecadrescannotonlypromotethedevelopmentofruralcolＧ
lectiveeconomybutalsofurtherincreasetheincomeoffarmersandnarrowtheincomegapwithin
ruralareas．Theentrepreneurialexperienceofvillagecadreshasnoobviousimpactonvillagedebt,
butitwillreducethedegreeofvillagers′participationinorganizationalaffairs．Therefore,multiple
measuresshouldbetakentoencourageentrepreneurialelitestoreturntotheirhometowns,accelerＧ
atetheconstructionofaguaranteesystem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ruralcollectiveeconoＧ
my,andatthesametimecontinuouslyimprovethegrassrootsgovernancesystem．
Keywords:VillageCadre;EntrepreneurialExperience;ElementIntegration;RuralCollectiveEconＧ
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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